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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

郭声波 宋 健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32）

［提 要］从学科理论和学术观点角度，综述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认为史先生推动了沿革地

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

开拓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疆域与政区沿革研究方法超出乾嘉传统，在历史人口地理领域提出人口稠密地区概念，在历史经

济地理领域提出农牧分界线概念，首次对古运河进行系统研究，开辟农业地理研究方向，在历史城市地理领域重视经济都

会和都城研究，创建中国古都学，在历史军事地理领域对长城的研究形成特色，在历史文化地理领域倡导古都文化和人物

地理研究，推动地名学研究，在历史文献、历史地图和方志学领域也多有建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丰富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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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声波（1959—），男，四川泸州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

向为历史政治地理；宋健（1995－），男，江西南昌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政治地理。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

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之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

介绍与评价，但多侧重于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

方面。今拟从学科理论和学术观点角度，再分学

科进行综论，以纪念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 历史地理学科理论

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派已经引入近代西方

地理学思想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但时局

纷乱，来不及形成独立学科。新中国成立不久，

史先生编纂我国首部历史地理学讲稿《中国历史

地理纲要》时，就已经把历史地理学科轮廓通过

《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政治地

理》三部分基本勾勒出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

一些讲授这门课程的同行，也都在历史人文地理

方面只讲这三个部分。后来史先生应教育部要

求正式编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时，经过深思熟

虑，突破旧有框架，提出历史人文地理下面，应分

为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

历史经济地理、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历史军事

地理、历史文化地理7个部分。1991年《纲要》撰

成出版时，他加进了十分厚重的《历史自然地理》

作为首章，这便与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提出的自

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二元性结构不谋而合。美国

地理学家哈特向说，历史地理学“是另外一门地

理学，其本身是完整的，具备其所有各分支”①，谭

其骧也认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学的两

大分支，人文地理现象包括经济、政治、人口、城

市、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②至于《历史聚落和

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其实已经发表有不

少论文，他计划在再版时增加这二章。这个历史

地理学科框架，基本上为后来诸多历史地理学论

著所遵循。正如辛德勇评价，这个框架的建立，

是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形成的标志之一。③

①〔美〕理查德·哈特向著，叶光庭译：《地理学的性

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第214页。

② 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历史地理》

第1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33页。

③ 辛德勇：《史念海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光明日报》

200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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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先生在撰写《纲要》讲稿时，已经在理论

上实现了由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转

变，标志着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进入自觉

的整体思考和研究阶段。①他在唯物辩证理论

的指导下，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定义、学科

属性和研究目的：历史地理学是探讨中国历史

时期各种地理现象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

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

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科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和历史学的

辅助学科。20世纪70年代，日本地理学家菊地

利夫提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

其进行解释、叙述的科学，广义的地理学可划分

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和研究以往地理

的历史地理学两大类。②与史先生的观点可互

为表里。

关于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地

理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认为是研究自然、

生物的，有认为是研究人地关系的，有认为是研

究人类生态（环境）的，有认为是研究地物景观

的，有认为是研究各种现象分布的。史先生则认

为是研究地球表面各种与人的生活以至于生存

有关的形态，大致是上述各种观点的综合却不流

于片面。

关于研究范围，史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可以

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下与现代地理学相衔接。在

此期间，各种形态时时在变化着，说明这些不断

变化的形态，就可以有用于世；若是依据历史的

经验和教训，指出其应兴革的道理，则其有利于

世的作用也就更为巨大。③这样的任务是沿革地

理学不可能完成的。

关于研究内容，史先生认为须注意研究有关

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有关人们生产劳动和社会

活动的具体经过，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生产劳

动和社会活动的具体经过，以及这些演变和影响

的规律。④国外学者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不仅是

其它学科之规律的“消费者”，也可衍生一些规

律，为促进历史地理学发展，必须找出学科自身

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自生性规律。⑤

正如萧正洪指出：“在20世纪的几代历史学

者中，史念海先生是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之

一，在学术风格上也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一是

以人为中心的人地关系辩证论，二是历史发展和

环境变迁的过程论，三是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科学

主义和人文主义统一论。”⑥关于学术风格（治

学理念）和方法论，众多学者已经有多篇论文专

门讨论，我们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

史先生晚年与时俱进，十分关心我国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认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者，不

仅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设计方案，还应揭露

前人的竭泽而渔、留给后代人的恶果”⑦，为我们

提出了新的任务。

二 历史自然地理

史先生关注历史自然地理演变早在治沿革

地理时期就开始了，他在重庆编绘《西汉地理图》

时，便不能不考虑黄河下游河道变迁问题。自清

儒胡渭认定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徙于河南浚县

西南宿胥口，即黄河第一次改道，其后皆用其说。

到20世纪70年代，史先生考证，卫都濮阳没有洪

水泛滥的记载，春秋战国黄河下游河道一直未

变，亦未在宿胥口改道，宿胥口以北的故渎为淇

水故道，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徙从顿丘

东南流入渤海”才是黄河有记载的第一次河道迁

徙⑧。谭其骧赞成史先生对胡说的批判，认为“证

据坚强，可成定论”，但对淇水故道之说仍持怀疑

① 刘景纯：《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变革——史念

海先生的主要思想与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20-28页。

②〔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构成——

〈历史地理学导论〉选载之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

第1辑，第179页。

③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太原）山西人

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④ 史念海：《再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来新夏，〔日〕齐

藤博编：《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71页。

⑤〔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

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第177页。

⑥ 萧正洪：《人文情怀、社会责任和史念海先生的历史

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辑，第7-8页。

⑦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张世林

编：《春秋学林：著名学者自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第386页。

⑧ 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1978年第 1期，第 45-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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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①后来史先生经过反复多次的实地考察，

通过比较沙粒与蚌壳，证明这条遗迹确是淇水故

道，与黄河故道无关。②有人总结说：“史先生的

认识也可以得到考古发掘的佐证。近年发掘的

内黄三杨庄、岸上村商代墓葬皆位于宿胥口下

游，距宿胥口只有20多公里，但均未发现汉代之

前黄河改道和大洪水的迹象，汉代及其以后则多

有发现。这就充分说明，汉代以前黄河并未在宿

胥口决口。”③

这段公案的解决只是牛刀小试。20世纪70

年代史先生受兰州军区委托考察黄土高原，才是

他在这方面大展身手的开始。

史先生发现，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经历了大

原变小原，小原变梁峁的过程。现况不仅与隋唐

时期不同，更与秦汉时期迥异，除了为数不多的

几条大沟可能比较古老外，其余纵横罗列的沟

壑，乃是近五六百年间形成的，遂撰《黄河在山陕

之间》《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历史时期

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

的侧蚀》《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等文，

通过黄土高原的侵蚀、黄河中游的侧蚀、河床的

下切和下游黄土的堆积等大量案例来证明。

关于黄土高原的侵蚀，史先生从地图分析、

考察所见及文献考索入手，选取典型案例论证了

古今原（如彭原、周原、咸阳原、商原）的差异、沟

壑的形成和发育、原的切割破坏、原梁峁的变迁。

除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易发洪水，以及黄土垂

直疏松节理易致水土流失外，史先生发现，在黄

土高原上，由秦岭向北，沟壑年平均向上伸延度

愈北愈大，其间最为显著的原因，是愈往北就愈

接近沙漠，黄土中的含沙量就愈为繁多，黄土既

已疏松，含沙量愈多，凝固力就愈小，也就愈易受

到侵蚀。④曾有人质疑史先生关于黄土高原侵蚀

原因的解释没有考虑到自然力，这是有失偏

颇的。

关于黄河中游的侧蚀，史先生举证山西河曲

县城西岸、保德县城南岸、柳林县孟门、永济县蒲

州城、陕西绥德县枣林坪、韩城县梁山、合阳县夏

阳村、河南灵宝县阌乡城、陕县旧陕城等地皆因

黄河摆动而受侧蚀，并以山西万荣县宝鼎镇城、

庙前村秋风楼址变迁及河南灵宝县北唐沙丘城、

浢津关的消失为例，给出了唐宋以来黄河侧蚀进

展具体数据。交通道路的变迁也可说明侧蚀情

况。如汉魏时期的潼关城，原筑在南原上，唐初

由于黄河北岸崖壁的侵蚀，河水侧北而流，南岸

河滨有了道路，潼关城也相应移到原下，濒水筑

城，以便控制交通要道。⑤

关于黄河中游的下切，史先生通过宁夏青铜

峡黄河古引渠口向下游的改易、内蒙黄河岸新石

器时代遗址与今河床的高差、陕西府谷县城水门

与控远门位置的变化、壶口位置向上的推移、潼

关古城向低处的迁徙等情况，考察河床下切幅

度。更绝的例子是：《后汉书·董卓传》载，献帝由

长安东归时，欲从陕县北渡河避乱，时黄河“岸高

十余丈”，《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则载，

当时有宫人带了10匹绢，用它“连续为辇”，系住

献帝由高处缒下，才得上船。史先生分析：汉时

10匹绢共长40丈，结成两股为“辇”，每股就是20

丈，除过结头，折今30多米，除去坡度，应当就是

10余丈左右。现在这里仍是高岸，约计有50米，

按此计算，近2000年来此处黄河河床应加深了10

多米。⑥这些记载从无人关注，而史先生却能化

“腐朽”为神奇，用来解决重要问题，自非常人所

能及。

关于黄河下游黄土的堆积，史先生举出许多

实例来证明黄河河床的增高、湖泊的淤平、城池

的湮没、丘陵的沉沦以及平原的高起等流水侵蚀

作用下诸多现象的存在，进而说明了黄河下游黄

土堆积的情况。如山东滨县的秦台，《水经注》说

高八丈，折18.56米，现在高1.3－2.3米，近1500年

间，这里堆积厚度大约达到15米左右。宋初山东

临清县的贝丘高5丈，折14.75米，现在这个丘却

只有1.2米高了，以此计算，当地堆积已有13.55

米。宋代开封附近有一条白渠，淤出地面，有人在

故道中凿井，深到3丈方见旧底，说明白渠河床高

①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中国地理学会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

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② 史念海：《河南浚县大伾山西部古河道考》，《历史研

究》1984年第2期，第50-71页。

③ 袁广阔：《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中

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26页。

④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河山集》

（第5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页。

⑤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河山集》（第

2 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年，第 85-

158页。

⑥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陕西师大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第6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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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时平地9.47米。华北平原大量“丘”字地名已

无丘陵，“丘陵都消失了，湖泊当然更不易保存

……不仅丘陵湖泊如此，就是一些县城也同样遭

受淹没”，如河北的巨鹿，河南的濮阳、开封

等城。①

史先生由此进一步推论，严重的沟壑侵蚀、

切割，不仅破坏了黄土高原的原面，而且泥沙随

水由沟壑流至溪涧，最后都汇入黄河。“这么多的

泥沙，除一部分随流入海外，相当多的部分则是

随着黄河流到下游，水流迂缓，逐渐沉淀到河床

上，形成河身的抬高。河床高于平地，成为悬河。

河水稍涨，就易于溃决泛滥。历来河患之多，就

是由于这样的缘故。”②

史先生深入探讨造成这些变化的人为因素，

认为：“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

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③

开垦土地、伐木烧炭导致森林的破坏，是从秦汉

以来历代都曾经有过的事情，可是明代中叶以

后，在边地屯驻重兵，参与垦殖之风日重。开垦

既广，人力有限，只好广种薄收。到了清代，虽不

必重兵驻守，可是广种薄收已成多年旧俗，积习

难改。山陬沟隈，无不有田禾生长，因此侵蚀随

之加剧，青山大都变成童山，以至有人慨叹“无地

不垦”。显然“黄土高原的残破和广种薄收的旧

俗有关”。④

山上无森林，地上无草原，如之何不到处侵

蚀，以至于原面切割，沟壑增多？土壤既经侵蚀，

水土流失必然加剧，加以森林破坏导致河流流量

减少，泥沙比例增多，其速度大致和黄河水中含

泥沙量的增加成正比。发源于黄土高原的主要

河流，如黄河支流的渭水、汾水和沁水，海河支流

的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水，本来都是能够行船的，

后来这些河流的流量都有所减低，难于继续行

船，也是沿流森林破坏有以致之。在关中地区，

泾、渭二水清浊变迁、西安地区诸河流量的变迁，

更与当地植被的存毁与水土流失有着密切的

关系。⑤

有鉴于此，史先生提出了改善西安水环境的

具体措施：应恢复秦岭山上的森林，增加河流流

量。此项工程相当浩大，可先培育水源林，待有

余力，再行推广。⑥1992年，他将这个设想和建议

向陕西省政府提出，引起重视，立即见诸实施。

至于黄河治理，则应着眼全河，不能只治下游。

河患的症结在于泥沙，要减少泥沙，就应保持黄

土高原的水土。⑦修补堤岸是治标，治理黄土高

原是治本。本标兼施，就有可能减少黄河的决口

泛滥，最后还有可能永庆安澜。⑧如何本标兼施？

史先生开出的良方是恢复森林和治沟排沙。⑨

上述系列成果大多编入1981年出版的《河山

集》第二集，辛德勇称其为“我国的第一部历史自

然地理论文集”。⑩该项研究不仅支持了谭其骧

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

局面》一文中的观点，也是继侯仁之开创沙漠历

史地理研究之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拓的历史

自然地理研究领域，因此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

谓其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为今天认识黄河流

域环境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也为治理和改造黄

河流域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有着

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甚至“具有时

代意义”。�I1一些地理学家指出，黄土高原的侵蚀

①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河山

集》（第2集），第1-84页。

②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30页。

③ 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区的变迁》，《历史

地理》创刊号，第29页。

④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44页。

⑤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第2

集），第305-313页；《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1期，第189-213页；《黄土高原主

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第

1-35页。

⑥ 史念海：《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65页。

⑦ 史念海等：《黄土高原的历史变迁与当前的治理方

针》，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编：《论农业现代

化》，（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第101-105页。

⑧ 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

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298-304页。

⑨ 史念海：《论黄土高原的治沟和治水》，《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第 2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342-

375页。

⑩ 辛德勇：《开拓创新，用世益民——学习筱苏师治学业

绩的体会》，《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第117页。

�I1邹逸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上

官鸿南，朱士光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29页；陈桥驿：《继续深

入黄河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念海教授新著〈河山集〉二集

读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第94-

95页。

•• 117



■■■■■■■■■■■■■■■■■■■■■■■■■■■■■■■■■■■■■■■■■■
■■■■■■■■■■■■■■■■■■■■■■■■■■■■■■■■■■■■■■■■■■
■■■■■■■■■■■■■■■■■■■■■■■■■■■■■■■■■■■■■■■■■■

■■■■■■■■■■■■■■■■■■■■■■■■■■■■■■■■■■■■■■■■■■
■■■■■■■■■■■■■■■■■■■■■■■■■■■■■■■■■■■■■■■■■■
■■■■■■■■■■■■■■■■■■■■■■■■■■■■■■■■■■■■■■■■■■

与黄河下游黄土堆积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因素，

但史先生的研究时段仅是秦汉以来两千年的历史

时期，有大量详实可靠的人为因素实例作证，它与

宏观视野的地质时期黄土地貌演变并不矛盾。

总之，史先生从论证黄土高原的下切、侵蚀

导致水土流失入手，导出黄河下游黄土的堆积、

淤积与丘陵河湖的变迁，将这个过程具体化、数

量化，重新组构地理学的环境概念，复原环境映

象，进而判断出黄河泛滥的加剧与黄土高原森林

的破坏程度正成比关系，最后再提出治河之本。

逻辑上层层递进，非常严密，空间上将黄河上、

中、下游治理作通盘考虑，治标与治本相兼顾，实

为高瞻远瞩、切实可行之宏谟。

三 历史政治地理

以疆域与政区为主要内容的沿革地理，是史

先生早年入门致力的领域。他在协助顾颉刚编

写《中国疆域沿革史》时，已发表多篇论文，采用

文献互勘与数据统计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政区沿

革规律，在方法上已然超出于乾嘉传统。

史先生还研究战国时错综复杂的插花地，提

出插花地的主要来源是用兵征伐远国取得，其次

是弱国割地贿赂强国，第三个来源是强国的卿相

在国外的采邑。当时列国关系不稳定，时兴以封

建别国用事大臣的采邑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

“各国对于这些国外的插花地的统治方式，各有

不同，大要不外采邑和郡县二种，因为战国时期

的疆域区划制度正是混杂着采邑和郡县二种制

度”。①这对于我们探讨郡县起源，无疑具有很强

的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虽然研究重点有所转

移，但对于沿革地理不时仍有新见。他高度评价

班固对沿革地理学的贡献，指出《汉书·地理志》

记载全国地理的沿革，涉及夏、商、周三代，应该

说这是班固的首创。②他认为杨守敬《前汉地理

图》置“新秦中”于朔方郡是误解了《汉书·地理

志》关于匈归、浑怀、翁龙、埤是四障位于“塞外”，

洛水、泥水源头是“蛮夷地”的记载，“所谓塞外是

对秦昭襄王和秦始皇所修筑的长城而言”“所谓

蛮夷并非就是匈奴，不能认为这些地方是匈奴的

疆土，不在汉朝的版图之内”，指出“新秦中”涉及

到汉代的朔方、西河、北地、上郡诸郡，与“河南

地”范围不完全相同。③并考证秦灭赵前，匈奴并

未侵占过赵国的土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的三十六

郡中仍有九原郡，不待蒙恬北征始行设置。④

关于唐代的道，史先生认为仿佛西汉中叶的

州的制度，其划分原则，固如《新唐志·地理志》所

言依据的是“山川形便”，实际上是因高山大川而

有军事意义；但山川形便也有不足之处，故在各

地设关置守，在边陲设置都督府，以补苴山川形

便的不足；另外人口多寡、经济强弱也是不可忽

视的要素。⑤

四 历史人口与民族地理

史先生对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早于历史民

族地理。他在抗战时期就写过几篇关于永嘉乱

后流人问题的论文，如《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

江左居民》《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指

出：“坞壁的形成很可以说是永嘉乱后人民拿血

肉所写成的历史，到现在，另一次流亡的情形又

为我们的敌人逼迫着开演起来。”顾颉刚谓其文

“慷慨论史，吊古伤今”⑥，显然因缘于同仇敌忾的

爱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

会主义建设高潮之中。他认为人是利用自然和

改造自然的主体，在20世纪50年代就创立“历史

人口地理”学科分支，作为历史人文地理三大组

成部分之一，列为《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首章。用

大量篇幅论述历史上的人口稠密地区及其形成

因素。指出：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

平衡的，城市、交通、农田水利及自然环境与人口

分布的疏密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历史上城市（经济都会）、交通与人口稠

密区分布的关系，史先生认为：“人口稠密与否，

① 史念海：《论战国时期的“插花地”》，《史学杂志》1945

年第1期，第25-34页。

② 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第35页。

③ 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

1辑，第119-160页。

④ 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1993年第2辑，第64页。

⑤ 史念海：《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

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7-

60页。

⑥ 史念海：《晋永嘉流人及其所建的坞壁》，《责善半月

刊》1990年第1卷第12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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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通道路的通塞有关。交通便捷，可以促进城

市的发展和繁荣，甚至成为一个地区或当时全国

的经济都会。城市能够发展并趋于繁荣，人口相

应会有所增加。”①他举证临淄城是战国时期人口

最多而又最大的都会；魏国迁都大梁后，以大梁

为中心开凿鸿沟系统中各运河，既便于交通，又

可以灌溉农田，使大梁周围各处成为富庶的地

区，因而人口更显得众多；太行山东麓有纵贯南

北的大道，所以其间人口稠密，赵、中山地区的经

济都会以邯郸为最大；秦始皇破灭六国之后，曾

累次向都城咸阳及其附近地区迁徙人口，以咸阳

为中心大修驰道，使都城所在的关中成为人口较

为稠密的地区。②

关于历史上农田水利与人口稠密区分布的

关系，史先生认为：战国时魏国大梁及其附近人

口之所以显得稠密，鸿沟系统诸渠的开凿和西门

豹引漳水灌田为功至巨；秦国人口的明显增加，

亦是郑国渠开凿成功以后的事。西汉时人口稠

密地区除了关中泾、渭两水下游外，还有黄河下

游和济水两侧，太行山东平原以至于山东半岛各

处、河南中南部，这都是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地

区。汉代以长安为中心的灌溉网到唐时还未尽

废，经过治理，不仅恢复，抑且扩大，唐代江南东

道特别是太湖周围，以及河北道自幽州以南各

州，绝大部分都有农田水利设施，也是富庶的农

业地区，这些地方人口都很不少。③因此“农业最

为发达，而又有农田水利的措施以相辅助的地

区，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不仅汉唐两代如

此，其他时期亦莫不皆然”。④

关于历史上自然环境与人口稠密区分布的关

系，史先生创见性地指出，人口疏密与畜牧区、农

耕区不同的土地承载力有关，认为：“以畜牧业和

农耕不同地区相较量，畜牧地区的人口自然稀少，

不如农耕地区的稠密。就以农耕地区而论，其间

的疏密也是参差不一。人口的疏密分布不均，与

土地的承载力有关。畜牧地区土地承载力较小，

因而人口的增加就不免受到相应的制约。农耕地

区广大，各地区之间彼此也有差异，人口分布也是

有所制约的。”这样就合理解释了《史记》所言中山

国“地薄人众”的矛盾现象——即人口超过了土

地承载力，故“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又如在

唐代汴河故道之北，土壤呈成灰褐色，是黄河泛

滥时挟带的泥土，相当肥沃，土地承载量力强，其

南的土壤呈淡赤色，较为瘠薄，则承载力弱。故

曰：“土地承载强弱不同，人口的稠稀亦异”。⑤

史先生认为人口迁移对于改变人口地理格

局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他指出：“以前有些王朝

或政权都曾经期望其所统治的区域中的一些地

区，人口能够有所增加，甚而能成为人口稠密的

地区，就尽量迁徙人口，使之集中，可是没有相应

的具体因素，还是难于达到目的。”⑥他举例说：西

汉在诸帝陵寝附近设置陵县，累次迁徙人口以实

之，但陵县都只和普通县邑一样，人口终未显得

十分稠密。十六国时各割据的霸主，无不频繁迁

徙人口，迨其政权崩溃，所迁徙的人口也就流离

四散了。⑦

上述研究揭示了历史时期人口稠密地区演

变的轨迹和内在机制，对深入开展中国历史人口

地理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社会人群按照文化属性分为若干民族，研究

人口地理不能不涉及民族地理。我国历史上周

边地区不经常列入内地王朝的版籍之中，故当地

各族人口的多寡及其间的增损变迁率不为职方

所记。史先生撰成《我国历史上周边地区人口变

迁蠡测》《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等文，揭示

民族人口分布若干崖略。他在《中国历史地理纲

要》之《历史民族地理》一章中，按照我国的地理

特征，将古代民族分成黄河长江流域、瀚海（蒙古

大漠）、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东北、西南五个大

的区域。周伟洲评价说：“这种中国民族分布的

地理特征来分类的观点，打破了中国传统按东、

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分类法，紧密结合了各族的

地理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特征和种族特征，

①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51页。

② 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台

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13-40页。

③ 史念海：《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河山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18-231页。

④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49页。

⑤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59页。

⑥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60页。

⑦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上

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第89-116页；《十

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1992年第4辑，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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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具有科学性和典型意义。以地理因素为纲，

综合阐述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也许就是历史

民族地理的内涵，较之过去历史地理与民族史研

究中仅考证民族居地，是大大前进了一步。”①

五 历史经济与交通地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本着“有用于世”的理念，史

先生在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历

史经济地理研究，发表10多篇论文，于1963年汇

编为《河山集》出版，成为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

“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历史经济地理文集”。②

农业是我国立国之本，是历史经济地理的重

要内容。史先生发现，《史记·货殖列传》分国内

为四个经济区，碣石龙门一线以北，应是从事畜

牧的地区；碣石西南行经今北京、太原之北，越过

吕梁山至于今山西和陕西交界之龙门，再向西

南，经岐、梁诸山，越过陇山伸延到当时的天水郡

南，这条界线就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或半农半牧

分界线。③这条分界线在东汉初年已经显现变化

迹象，半农半牧地区增加了畜牧业的比重。曹魏

初年，山西句注山以北已完全成为游牧地区。至

晋，匈奴盘据于汾水流域，则汾水以西与黄河以

西相类似，已全为畜牧地区。唐代农耕区已向北

推广，农牧分界线移到燕山山脉之上，桑干河中

游和白狼水（今大凌河）流域仍应是半农半牧地

区，再北才是游牧地区。④司马迁所规定的农业

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是与当时生态环境相

符合的，后来有所变化和改易，则是出自人为的

原因。宋代黄河的溃决改道层出不穷，应和唐末

五代以来这条分界线之北过分发展农业有关，明

清两代河患迄无已时，可以说是与这样接踵而来

的恶果有连带关系。⑤因此，这条分界线在中国

历史农业地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农业地理”这一研究方向是史先生在

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的，起初他认为在绘制农

牧业地图时写出的论文就可称之为历史农业地

理，后来在他指导的一批博士论文出版时所作序

言中作了补充阐发：“历史农业地理主要研究历

史时期农业地理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⑥

“不仅探讨农业发展的时间历程，还探讨农业发

展的空间特征，通过对农业发展时空差异性的研

究来揭示农业发展的规律，分析各种自然的和社

会的因素对农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从而为当前农

业生产的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⑦“在历史经济

地理研究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有用于世的作用是

相当明显的。”⑧于是历史农业地理概念逐渐成型。

史先生始终认为，种桑养蚕是关系着国民经

济发展的一项事业。如在秦汉时期，齐鲁的人口

是相当稠密的，应该与当地的颇有桑麻之业有

关。到唐代，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他从《唐六

典》全国各地产绢记载发现，开元、天宝年间的人

口分布，以河北、河南最为稠密，“能够成为人口

稠密地区，蚕桑事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关系的。”⑨

他坚信，今日“黄河流域的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

件不是不再适宜于蚕桑事业的发展的”⑩，在黄河

中下游恢复蚕桑事业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便在

陕北，也有不少事例可以破除所谓“土燥风寒，不

宜蚕桑”的谬论。�I1

关于农田水利，史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

就指出：“拿过去历史来证明，关中旱灾的频繁，

① 周伟洲：《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开拓和

贡献》，《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第40页。

② 辛德勇：《开拓创新，用世益民——学习筱苏师治学业

绩的体会》，《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第116页。

③ 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河山集》，第163-

195页；《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

发展》，《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第76-81页；《战国秦汉时

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续）》，《人文杂

志》1979年第2期，第82-90、58页。

④ 史念海：《唐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

丛》第3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34页；《隋

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5年第2辑，第1-15页；《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

响（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辑，第1-26页。

⑤ 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

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第

1-39页。

⑥ 史念海：《〈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序》，马雪芹：《明清河

南农业地理》，（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序》

第1页。

⑦ 史念海：《〈清代两广农业地理〉序》，周宏伟：《清代两

广农业地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序》第2页。

⑧ 史念海：《〈元代农业地理〉序》，吴宏岐：《元代农业地

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序》第1页。

⑨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60页。

⑩ 史念海：《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

第279页。

�I1史念海：《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

（第3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8-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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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多已成了周期性。惟一补救的方法，就是兴

修水利，开渠溉田，以人为的劳力，补救自然的不

足。”①若干年后，他犹念念于兹，撰文论述西安水

利事业的变迁，结论是：“开渠引水，灌溉农田，汉

唐各代皆素所重视，明清时也应如此……新中国

建立以来，大力兴复农事，灌溉之利也最为广博，

遍及西安周围各县，仅就这一点来说，八水绕长

安，由汉唐以至现代，都是如此。”②他对春秋战国

时期各国农田水利事业也有研究，如西门豹渠、

郑国渠、芍陂等，认为鸿沟、云梦之渠、邗沟、离堆

（都江堰）这样的大规模工程，则是农田水利功能

和交通功能结合在一起。③史先生还写成我国第

一部通史性运河专著《中国的运河》，对整治旧运

河和开凿新运河起到了参考作用。此书“不是一

般地讲运河历史的书，它是把讲运河的发展、变

迁跟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④，不仅复原了各主要

运河变迁过程，而且说明了运河变迁的缘由和影

响。他写此书，是希望有朝一日恢复大运河。现

在大运河申遗已经成功，而且实现全线通水，航

运正在恢复，当可告慰于先生矣。

史先生还结合经济都会的发展，写过一系列

历史交通地理论文，如《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

《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

《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三门峡与古代漕

运》《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隋唐时期运河和

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唐代通西域

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等，指出：战国时太

行山东麓有纵贯南北的大道，其间赵、中山地区

的经济都会以邯郸为最大；卫地的东郡濒于黄

河，战国时人每以陶、卫并称，陶为天下之中，卫

既与陶并称，亦应是一方都会。他解释道：春秋

末年，吴王夫差凿沟于江、淮之间，又凿沟于济、

泗之间，于是江、淮、河、济四渎相互都能连系起

来，陶位于菏水和济水分流之处，必然会繁荣起

来。⑤史先生也客观地举出反面的例子：汉代张

骞凿空之后开辟的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

郡，十六国时期曾经作过几个凉国的都城，到隋

唐时期，改为凉、甘、肃、沙四州，就都成为一方的

都会，但据天宝年间的户口记载，四州的人口都

相当稀疏。他解释道：盖河西诸州本来是畜牧地

区，就是兴修水利，布置屯田，勉强耕种，也不易

有丰硕的收获。⑥“由于这样一些因素，虽是沟通

中外大道经过的地方，人口也还是相当稀疏，不

能和内地的稠密地区相提并论。”⑦

关于中外交通，史先生认为自汉代张骞出使

西域、甘英行抵西海之后300多年间，使人、僧侣、

贾客在域外涉及的地区似未能太多地超两汉时

期。至隋唐时期，“一些使人和僧侣，以及其他有

关的人等，向域外做了无尽的探索和了解，这就

使当时中土人士对于世界的认识再次得到

扩大”。⑧

六 历史聚落、城市地理与古都学

史先生是较早关注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关系

的学者之一。他在1959年发表的《石器时代人们

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中，就敏锐地观察到至少在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在选择居址时，既不能

远离河流也不能靠近大河，而是多选择在小河的

旁边。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居住聚落才逐渐向更

低的台地和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推进。史先生晚年

又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以诸侯国都

城为例，揭示中国早期城市营建的规模和形制特

点，指出：“这些繁多都城的建置，殆各因其具体条

件，自成体系，无所承袭。都城所在地既各不相

同，这就难得都能一致。就以城墙的建筑来说，就

不能不因地制宜，形成各种不同的类别，不仅大小

不同，形态亦各异。就是城门设置的多寡，城内道

路的排列，也难得都能相同。不过诸侯之国的都

城，宫殿的设施应居于重要的位置。”⑨

① 史念海：《关中水利与西北盛衰史的研究》，《西北资

源》1941年第1期，第129-150页。

② 史念海：《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

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第1-20页。

③ 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区的发展及其地区的

分布》，《河山集》，第82-109页。

④ 瞿林东：《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评史念

海教授著〈中国的运河〉》，《人文杂志》1989 年第 5 期，第

98页。

⑤ 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陕西师大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75页。

⑥ 史念海：《河西与敦煌（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9年第1辑，第1-32页；《论唐代前期陇右道东部地区》，

《唐史论丛》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95页。

⑦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59页。

⑧ 史念海：《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

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第110页。

⑨ 史念海：《先秦城市的规模及城市建置的增多》，《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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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先生早年对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主要聚

焦在比较宏观的“经济都会”地理格局上。他认

为《史记·货殖列传》中经济都会的形成，绝大部

分都是因为位于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区。如在

关中，人口首数京兆的长安，为当时政治中心，固

然也有一定的经济作用；其次栎阳所在的左冯翊

和雍所在的右扶风，在西汉末年都是当时的人口

稠密地区。和关中相似的还有河南、河内和河东

三郡，其经济都会以洛阳最为繁荣，为“都国诸侯

所聚会”。水道交通便于船舶往来，经济都会更

为繁多，如唐代汴河岸上的宋州、汴州，永济渠旁

的魏州、贝州，江南运河上的常州、苏州，都相当

繁荣，皆因农业经济有一定的基础。①史先生对

“扬一益二”之说也有独到解释：扬州在旧日邗沟

与长江交汇之处，隋时开凿漕渠、通济渠，修复邗

沟，长江流域的漕粮和商品皆可以经过扬州运到

长安，这样就可助长扬州的繁荣；至于益州，唐时

交通仍相当便捷，舟船上下，无所阻遏，以“水陆

所凑，货殖所萃”见称于当世；虽然论经济的繁荣

益州不及扬州，可是天宝年间的人口却远超于扬

州之上，这是两地农业发展不同有以致之。②

史先生还科学地预见到随着工业的发展，聚

集大批人口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必然到来。他说：

如果人口的增加不能得到完全遏制，则除过增加

农耕收获外，还须更多的发展工业，现代工业门

类更多，效果也必相应更好。“根据历来往事，扩

大和增加经济都会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现在也

应该是一样的。在以前，经济都会是以商业为

主，现在经济都会，商业之外，兼有工业，人口当

然会更为稠密。”③

史先生对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主要是通过

古都学进行的。1985年，他召开专题学术讨论

会，倡议从历史城市地理中分出古都学，并作了

纲领性论述：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

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

城市的科学。中国古都学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

变的过程和现象，而且研究其中的规律，可为当

前重建现代城市作参考。④古都不仅是独立的王

朝或政权的都城，还应该具有较为长久的年代，

其遗址的地理位置应是确切的，还不应是距现在

城市很远的废墟；有些王朝或政权仅名义上受到

其他王朝或政权的册封，如十国中的吴越及历代

周边各族政权，其都城同样应视作古都；战国七

雄的都城作为古都亦应从韩、赵、魏三家列为诸

侯，周王室对它们失去最后控制算起；陪都具有

都城的地位，却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不能

以之为古都。⑤这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和

理论，为中国古都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开创性贡献。⑥

史先生还指出，中国古代都城建立考虑的地

理因素不外乎是：探求国土中心点，利用交通冲

要位置，凭恃险要地势，考量对外策略，接近王朝

或政权建立者根据地，优选经济中心的关系。⑦

他希望学界研究古代都城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

和改造及其影响。⑧并且身体力行，以汉唐都城

长安为中心，撰成10多篇份量厚重的论文，主编

出版了《西安历史地图集》，复原了西安及其附近

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并本着为现实服务的河山

情怀，为改善当代西安城市水环境献计献策，多

被采纳，推动了中国古都学的发展。

只要学术“有用于世”，史先生并不固执己

见。他后来根据地方建议，对古都概念有所修

订，即古都与现代城市不一定要求完全重叠，可

以有一定的距离，如殷墟、邺与安阳的关系等。

1988年，他主持召开的安阳年会即通过决议，增

入安阳，将“六大古都”改为“七大古都”，以致后

来又增入郑州，成为“八大古都”。

七 历史军事地理

史先生在抗战时期发表有《晁错及其边防政

策》一文，谓汉朝初年因为娄敬的建议，国都得到

① 史念海：《论我国人口重心区域的变迁》，《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1991年第2辑，第15-55页。

②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55页。

③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61页。

④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98年，第1页。

⑤ 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中国古都和文化》，第33-

40页。

⑥ 王社教：《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古都学研究》，《史学史研

究》2003年第1期，第32页。

⑦ 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

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1-30页。

⑧ 史念海：《中国古代都城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

用和改造及其影响》，《史念海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3年，第674-7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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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适当的地方，消灭许多不安的因素，晁错的

移民实边计划更使汉朝的边疆得以巩固。其又

发表《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一文，论述诸葛亮北

伐一再出兵祁山的原因之一是祁山附近产麦，军

食可以不乏。他对诸葛亮后期军事策略偏重于

汉中—秦川一线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即是根

据丢失荆州后形势变化，放弃了先前《隆中对》制

定的先由荆襄以趋宛洛的战略。作为青年，能有

这样卓尔不群的见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当然史先生也没有忽视区位与地形在冷兵

器时代的重要性。他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西北

军事地理时，就指出陕西境内发生过多次战争，

无论东西对峙和南北对峙，作为军事形胜的崤山

及秦岭山脉的重要性都关系綦重。①此外，军事

要道、关隘、长城等军事设施，也都是史先生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的重点对象，相关成果裒集为《河

山集》四集（1991年），谭其骧序言：数千百年的中

国学术史上，并没有产生过这样一部能将历史文

献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的历史军事地理著作，这

无疑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喜事，也定能

对军事地理学作出重大贡献。这样的高度评价

不无来由，兹举数例：

《史记·六国年表》载，战国时魏国“筑长城，

塞固阳”。旧说以为固阳即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

的“稒阳”。但其地本属赵国，而且魏国至稒阳要

穿过秦国的上郡，魏长城如何能筑到秦、赵土地

上去？史先生解释：“其实魏国亦自有上郡，应设

在魏国的河西。有人谓固（读若涸）阳就是合阳，

也很有道理。”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史先生多次前

往陕西合阳考察，发现魏国西长城大致尚称完

好，至于今陕西韩城黄河岸边，并未再向北筑。②

于是稒阳之说不攻自破。上郡的秦长城，史先生

也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是循窟野河北，蜿蜒到达

十二连城之北。③秦昭襄王所筑长城，并非由宁

夏固原东北直达甘肃环县，而是由固原东南行，

绕今甘肃庆阳西南，再折向东北。原来在固原和

环县之间，相当广大的地区皆是盐碱地，草木都

不易生长。④“当时筑长城在这里绕了一个圈子，

以盐碱地诿诸匈奴人，匈奴人就是能冲过盐碱

地，也难以顿兵长城之下，向南进攻。”⑤

《史记》言：秦始皇时“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

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

塞。”前人理解为秦始皇自榆中（今兰州市东）沿

黄河修筑长城至阴山。史先生根据《汉书》关于

武帝击破匈奴，降浑邪、休屠王后，“遂空其地，始

筑令居以西”之记载，认为武帝新筑长城接着秦

长城以令居（今永登县西北）为起点向西延伸，因

此秦长城之西至是令居，而非榆中⑥，相当于将秦

帝国的西至推进至令居所在的乌鞘岭。

关于长城的形制与工程，《汉书·匈奴传》引

侯应说：“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

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

治工，功费久远，不可胜计。”其中有些词句比较

费解。史先生认为，“因山岩石”是指用岩石垒积

筑成，不过这也仅限于多石的山区。他亲自考察

过的陕西蒲城秦长城、韩城魏长城、内蒙古呼和

浩特赵长城，准格尔旗秦长城，都是以土筑成，

“这些长城遗迹能够久经风雨，不至于多所剥蚀，

直至现在，犹能屹立于地上，应与密集的夯土有

关”。关于“堑洛”“堑河”，史先生解释为铲岸与

筑城兼而有之。⑦甘肃敦煌的汉长城，因为附近

多沙，用红柳枝夹砂子筑城，相当耐久，是利用自

然、改造自然的善策。至于“木柴僵落，溪谷水

门”，史先生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找到了答

案，那就是在长城跨越河谷处，“砍大树倒著河

中，狭处仅二三丈，以巨木为栅，其外纵横布石，

以限戎马”。至于长城之上的建筑，史先生推测：

“可能只有雉堞，再无其他有关战备的建筑。”亭

障和烽燧，史先生认为虽和长城有关，却不建在

长城之上，有的设在长城近旁，有的设在离长城

很远的地方，其置于较远者，当然不是长城的组

成部分。由是可知，长城的防御功能并不是平均

用力，军事要道处更易受攻击。可见“夯土筑城

已经极费功力，可是在紧要关头，仍不易起到屏

① 史念海：《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河山集》

（第4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② 史念海：《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2辑，第149-188页。

③ 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

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第16-23页。

④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 2期，第 59-

63页。

⑤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

320页。

⑥ 史念海：《〈秦长城与腾格里沙漠〉跋》，《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1992年第2辑，第44页。

⑦ 史念海：《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2辑，第149-188页。

•• 123



■■■■■■■■■■■■■■■■■■■■■■■■■■■■■■■■■■■■■■■■■■
■■■■■■■■■■■■■■■■■■■■■■■■■■■■■■■■■■■■■■■■■■
■■■■■■■■■■■■■■■■■■■■■■■■■■■■■■■■■■■■■■■■■■

■■■■■■■■■■■■■■■■■■■■■■■■■■■■■■■■■■■■■■■■■■
■■■■■■■■■■■■■■■■■■■■■■■■■■■■■■■■■■■■■■■■■■
■■■■■■■■■■■■■■■■■■■■■■■■■■■■■■■■■■■■■■■■■■

蔽的作用”。①因此史先生不认为长城是国防的

万全之策，是基于客观分析的结论。

直道是秦始皇修筑的军事专用道，具体路线

《史记》语焉不详。史先生是最早进行实地考察

的学者，发现其具体走向是沿陕甘交界的子午岭

北上，并为谭图所采用。但他对于北段是持审慎

态度的：“由红庆河往西南到定边县，可能经过乌

审旗之北。这一段沙碛连连，小道错综，欲探寻

直道遗址确实所在，还需继续从事考古工作。”②

虽然后来陕西考古界发现了陕北一带的秦直道

“东线”遗迹，但史先生发现的子午岭之“直道”作

为通往西北的“西线”也是被学界承认的，其贡献

依然存在。

八 历史文化地理与地名学

文化地理包容面广，史先生的研究采用的是

中心突破、以点带面的方法。他指出：“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绵亘不绝，无微不烛、无处不照，都城

所在，更是显然。都城因是全国政治的中心，也

是全国文化中心。”以唐代都城长安为例，举凡当

时的诗人、名胜、书法、绘画和乐舞艺术，宫殿、

官署、里坊、街道、园林、寺观和墓葬景观，无不

有其文化特色，它们不仅汇集了全国的风俗习

尚，也吸取了外来文化，因此都城成为文化通融

的场所，长安的文化可作为唐朝全国的代表③，

“但都城的文化也相应向全国传播，为各地所

效法。”④

除对古都文化有深入研究外，史先生还首开

研究著名人物本贯地理分布之先河。他通过勾

勒唐代人物本贯分布的轮廓，划分出“长安及关

陇人物”“山东人物”“关东关西将相”“关东关西

世族”等几类文化人群，发现这些人物地理分布

的变迁、数量的多寡与当时政局、经济存在密切

关系，并由此展开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研

究，解释了自西晋末年出现的“关东出相，关西出

将”的通则何以到唐代前期仍然能显示出一定的

影响。⑤续又撰文论述魏、蜀汉、吴三国人物和晋

代永嘉丧乱后侨寓江左的北方人物，十六国时期

留居北方的人物，东晋隶籍扬、荆两州的人物，东

晋高门大族本贯的地理分布。又以益州和扬州

为例：“东汉之时，益州人物还较多于扬州，自经

三国时期的分裂，益州就逐渐弱于扬州……东晋

偏安江左，扬州为城所在地，高门大族又复多方

控制，门第观念风靡一时，这不仅梁、益两州人物

不易望其项背，就是其他各州也是难于都比

拟的。”⑥

地名包含历史地理诸多信息，可谓人文活化

石。史先生于1979年参加第一次全国地名工作

会议后，感到地名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遂

撰成几篇论文，申述地名工作的重要性，从理论

上阐明了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指

出：“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都是属于地理学的范

畴，和历史地理学一样，各自独立成为一门学

科。”“在现实意义方面，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并

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过之。”⑦他为地名整理工作

提出了五大任务：追溯来源、详究沿革、参照地形

变化进行调整、订正讹误、探索命名规律。⑧由于

这样的高度重视，史先生于1985年主编了《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的地名学专辑，约请全国各地专

家撰写了十几篇地名学方面的论文，并亲自撰写

了《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

律》一文，开启了地名学研究的新局面。

九 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地图与方志学

作为最古历史地理文献的《禹贡》，乾嘉以来

多认为是出自战国人士之手，但还不够具体。史

先生早年治沿革地理，即博览群书，打下坚实的

文献基础，积累了丰富的读书心得。他从考证

《禹贡》贡道所经路线入手，提出徐州的菏水是

《禹贡》成书年代最早的极限，《禹贡》以夏禹相标

①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第366-

370页。

②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文物》1975年第

10期，第52页。

③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第329-424页。

④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第316页。

⑤ 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河山

集》（第5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2-500

页；《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国唐史研究会

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141-169页。

⑥ 史念海：《论〈三国志〉及〈晋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

分布》，《史念海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

217-288页。

⑦ 史念海：《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辑，第36-47页。

⑧ 史念海：《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陕西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8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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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梁惠王乘夏车，称夏王，《禹贡》的撰述与梁惠

王的霸业有关，成书年代可能在梁惠王初年。①

这个结论极具说服力，对于我们重新考虑《禹贡》

“九州”的地理范围及其与《周礼·职方》《吕氏春

秋》《尔雅》的九州之间的关系，都深具启发意义。

《考工记》据说是西汉河间献王以之补《周

礼·冬官》的佚文。史先生发现其中《匠人营国》

篇所说的都城之制，不与文献记载中的丰镐相

合，明见其非西周的制度。据现在东周春秋战国

诸侯都城考古所见，充分说明它是博采东周王城

及诸侯国中的优异之处撰成的，并且所取法的应

是魏国的安邑城，而不是鲁国的曲阜城，其撰著

时期，可能在战国初期或中期，即秦国营建雍城

以后、魏国未迁离安邑之前。②

宋人张礼撰有《游城南记》，记其游唐长安城

南樊川各处事。但千百年来，不唯乡里名称有所

改易，就是往来道路也难悉得其旧迹。史先生追

踪寻迹，往返多次，于汉唐长安城内外之唐人别

业、自周秦至于明清各代之胜迹，都能略事明了，

故有《〈游城南记〉校注》之撰成，不仅有助于《西

安历史地图集》之编成，而且因依凭考察校证古

籍使本书独具特色。

史先生对历史地图也情有独钟。早年在重

庆北碚时，就曾绘制过《西汉地理图》30 余幅，撰

写《中国的运河》又绘出一系列运河图，《河山集》

集中历史地貌、人口、经济、交通、都会、军事设施

地图，内容充实独特，特别是《历史时期黄河中游

的森林》一文根据大量研究数据精心绘制的黄河

中游森林分布图，成为研究黄土高原环境演变反

复引据的经典。据统计，史先生编绘过500幅以

上的单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他

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

合，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历史地图学

的内容，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③

1996年问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是史先生

晚年耗费大量精力主持编绘的杰作。此图集绘

有彩图180余幅，内容涉及西安地区自然环境变

迁、政区沿革、城市变迁及古代陵寝、园林建置等

要素，时间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1995年。将各

时期的地理要素表示在今西安市实测图上，特别

强调周、秦、汉、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建置，每个朝

代皆有图，并附说明文字、照片，使图集具有连续

性、可读性。时任西安市委崔林涛书记作序称

赞：“这部地图集的出版无疑是西安市文化建设

事业上的一件大事。”邹逸麟评价说：《图集》全

面、系统地反映西安地区历史地理变迁过程，不

啻为西安地区史的一部百科全图，其科学价值已

远远超过以往有关研究，为研究西安历史、地理

和环境变迁的学者提供了全面丰富的基础资料，

是我国城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著作，为绘制其它地区环境变迁图提供了

典范。④

史先生早年做过方志学大师张国淦的助手，

深受薰陶。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中国地方史志

协会常务理事和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副主任，主持

制定《〈陕西通志〉纂修方案》。继撰《方志刍议》

（1986年），阐述方志学理论，指出：“从两汉以来

很长时间，方志分成述地和记人两种类型。后来

这两种类型混合为一，但述地还占相当比例。述

地实际上就是论述自然。自然一直在变化着，可

是以前的方志，不论原来的两种类型，还是后来

的混合为一，都很少记述自然的变化。因此，陈

陈相因，就成了旧志的特点。为了改变这陈规烂

套，就必须从根本入手，另辟新径。”⑤如何另辟新

径？史先生认为，方志学与历史地理学是“同胞

孪生”的关系，虽同源异派，但两者在学术理路、

论述对象、征引资料等方面可以互通。方志学的

发展“要能像历史地理学这样的演变和发展，首

先似应不再限于堆集资料，仍仿佛现在的资料汇

编，其次似应融合述地、记人两者，探求人为与自

然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⑥他反对因陈旧规续

修旧志，新方志应当重视追源溯本、学理辨析、规

律探寻、现实功用、实地考察，“反映事物的本来

面貌；探索出事物演变的规律。”史先生对方志学

发展提出的新看法、新建议，不仅提高了新方志

① 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陕西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第42-55页。

② 史念海：《〈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1998年第3期，第46-55页。

③ 费省：《万里河山尽入图——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图

学成就述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3期，第49页。

④ 邹逸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大成果——评史念

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3

期，第26-28页。

⑤ 史念海等：《论方志的断限问题》，《方志刍议》，（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9-123页。

⑥ 史念海等：《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方志刍议》，第

15-20页。

•• 125



■■■■■■■■■■■■■■■■■■■■■■■■■■■■■■■■■■■■■■■■■■
■■■■■■■■■■■■■■■■■■■■■■■■■■■■■■■■■■■■■■■■■■
■■■■■■■■■■■■■■■■■■■■■■■■■■■■■■■■■■■■■■■■■■

编纂质量，而且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

“新”的转变。①

十 结 语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8世纪建立了绝对空间

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西方开始建立以相对空

间为基础概念的现代地理学。从绝对空间向相

对空间的过渡，体现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随

着物理学空间概念的变化而改变区域概念，创立

模式研究，进行计量分析；另一方向是重新组构

地理学的环境概念，研究环境映象的集合。这种

变化，有人称为“地理学革命”。

几乎与此同时，史念海先生与同辈历史地理

学家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结合各自从事的

研究领域进行理论建构。史先生的历史地理学

理论思想和认识论、方法论，主要是受黑格尔、马

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斯大林等人的影响。

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反

复征引他们的观点来阐述对历史地理学性质的

理解：“这些经典作家都论述到地理环境对于社

会生产各方面的作用，虽都没有具体提到中国历

史地理学，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地理

学所应阐明的问题。”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言，史先

生在唯物辩证理论指导下，提出将沿革地理学发

展为历史地理学的设想。他十分重视地理环境

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但又避免陷入“环境决定

论”，他说：“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探索地理

环境时，就必须注意其间各组成部分的联系，而

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既观察变化的过程，还必须

分析所有的内在的矛盾。更不能有静止的观点，

把一切都看成永恒不变的现象，一切都应依时

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②

令人惊讶的是，在与西方互相隔绝的年代，

史先生同辈们创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居然

有相当一部分观点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学不谋而

合。比如历史地理学的二元结构及学科定义、学

科属性、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内容等。菊地利夫在

1977年提出：“贯穿于地理学史的本质，是人类群

体为生活如何组织空间这现象。所谓过去的地

理，就是人类集团无数次不断改造其空间组织的

实况”，与史先生的观点也是大同小异，不同之处

仅在于史先生提到的是人地互动关系，即包括地

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而菊地只考虑人类对地理

环境的改造。这样一些“英雄所见略同”的事例，

只能解释为同样作为历史地理学大家，他们的大

思想、大智慧都是有灵犀相通的。

在经历“地理学革命”后，西方历史地理学科

的理论研究范围虽然很广，但若要从中指出一种

历史地理学科特有的理论却相当困难。③于是

菊地利夫顺势提出：“在不同的国家中，往往某一

（地理学）本质理论受到普遍青睐，而其它一些本

质理论却遭受冷遇……既然历史地理学中有许

多本质理论，采用其中哪一个，就应当由研究者

的学术信仰来决定，也应该允许不同的人和不同

的国家有所差异。”④因此在史先生辈学者所处的

特殊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向与西方既有相同

又有不同的独立发展道路，那就是十分正常的。

有人批评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未同世界（西方）

接轨，显然是有偏见或不切实际的。

我们也要承认，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地

理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有极大改变，借助于航空遥

感、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开始将大量研究对象定

量化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这些新方法、新理念

使地理学研究范围大为扩大。在这些方面，当时

不仅是历史地理学，即便在整个地理学界，我国

与西方都存在较大差距。史先生等同辈历史地

理学家结合中国国情，尽可能运用近代地理学先

进的研究方法开展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努力进行

理论建构，扎扎实实地开展多项国家所需的历史

地理基础研究项目，如历史地图、历史自然地理、

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及

历史地理文献整理等，取得一系列光辉成就，为

复原中国长时段历史时期环境映象打开了局面。

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起，培养和带动一大批中

青年学者加入其中，又创办了多种专业刊物，开

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繁荣兴旺的时代。

我们的短板，主要在于“地理学革命”所需要

① 扈晓冰：《史念海对新方志学的贡献》，《中国地方志》

2019年第6期，第4-12页；苏卢健：《史念海与新方志理论》，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年第2期，第39-45页。

②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史学史研

究》第1986年第1期，第16页。

③ 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杭

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0页。

④〔日〕菊地利夫撰，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

多样化—〈历史地理学导论〉选载之三》，《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1987年第1辑，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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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定量化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特别是相关

的技术手段。而改革开放以来，史先生等前辈学

者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逐渐掌握并发挥了这些

方法与技术，不仅参加国外一些学术机构的大数

据平台建设，而且也逐渐在国内建立了很多大数

据平台。除近代档案文献外，我国有几千年的文

献传统，古代地理书、地方志等也或多或少有一

些长时段数据资料，还有就是史先生等前辈学者

取得的大批实学研究成果，这就使得中国的历史

地理学可供转化为数据的成果最多，最有优势，

学术队伍也是世界各国中最庞大的，最有后劲，

这是主要依靠航海材料和档案文献的西方历史

地理学无法比拟的。

总而言之，史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

主要是为我们留下了六大宝贵遗产①：1.符合中国

国情的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与框架，是我们继续

前进的出发点；2.历史地理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

是我们学习的范本及地理信息转化源泉，是复原

环境映象的重要依据；3.“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

是我们矢志不忘的座右铭；4.文献与考察（含考

古）并重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攀登学术高峰的两

条“铁腿”；5.历史地理学术队伍，是我们参与世界

学术竞赛的生力军；6.历史地理学术刊物，是我们

成长的园地。感恩先生！

先生生于黄河之滨，卒于终南山麓，一生与

河岳相始终，故文集以“河山”为名。其为学之

道，一以贯之，即“有用于世”，故能在历史地理领

域不断开拓进取，观察事物高瞻远瞩，学科架构

高屋建瓴，出色完成了他们那一代历史地理学人

的历史使命。

① 可参王双怀：《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

贡献》，《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0页：《史念海与中

国历史地理学》，《社会科学评论》2004 年第 3 期，第 106-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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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With the perspective on theories and viewpoints, this paper reviews that Professor Shi Nian-

hai’s contribution to the init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Prof. Shi promoted the Chinese Evolu-

tionary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ystem

and proposingits research assignment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He was the pioneer to re-

search o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Historical Physiography and innovated the research methods on the

changes of territory and administrative area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opulation Geography, he came up with

the concept of densely populated regions. In Historical Economic Geography, h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de-

marcation lin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s well as carried out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ancient canal and Chinese historical agricultural geography. In Historical Urban Geography, he emphasized

on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city and capital, establishing the study on China’s Ancient Capitals. In Histori-

cal Military Geography, his research on the Great Wall was characteristic. In Historical Cultural Geography,

he proposed the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culture in capital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intellectuals. Be-

sides, he had achievements on historical toponymy, maps and Chorography, leaving a valuable and rich aca-

demic legacy for us.

KeywordsKeywords：：Shi Nianhai；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Historical Physiography；Historical Economic

Geography；China’s Ancient Ca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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